
第八章 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历史镜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海上丝绸之路自兴起、发展、鼎盛至衰落，延绵达 2000 年。

其间，海上丝绸之路因具有接近商品产地、运输安全便捷等优势，从唐代晚期起便逐渐取

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历代王朝经营海路政策的变化，以港口为枢

纽的交通网络和产业腹地的变迁，直接影响沿海港口的兴衰。北部湾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桥头堡，汉代以后重要地位逐渐下滑，至元明清时期多局限于与安南的区域贸易，

其兴衰的历史轨迹，是北部湾地区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写好新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新篇章的重要镜鉴。

一、国家经营海洋的策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 2 世纪的汉武帝年间，终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爆

发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海路贸易的兴起、繁荣和衰落，无不与历朝历代

统治者经营海洋的诉求及“开海”“海禁”等海洋策略密切相关。

经实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发展经济与民生的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

力蒸蒸日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建立空前辽阔的疆域，迎来了汉王朝的极盛

时期。汉武帝注重海洋经略，其在位 54 年，至少 10 次东巡海上。汉武帝通过东巡海上的

实践，亲临海洋，了解海洋，感知海洋，并且可能亦因此生发了探求海洋及海外未知世界

的欲望。当时渔业、盐业等诸种政策的形成，应当与其海上之行的经历有关。
[1]
待汉武帝

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全面控制了北部湾及南海沿岸后，便着手开通一条从合浦郡

出发、与西方往来的海洋通道，使南洋航运事业得以飞速发展，北部湾地区也迎来了历史

上最辉煌的时期，一跃成为汉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合浦作

为贸易大港，应运而生。此后的两汉时期，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王朝对岭南边郡的

统治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交趾及海南岛儋耳、朱崖两郡的叛乱过程中，合浦逐渐成为岭

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三国时期，在孙吴政权的苦心经营下，南洋的海上交通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扶南是

当时南海的一大强国，控制中南半岛，扼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是我国向西方发展海上贸

易必经的互市港口。黄武四年（225 年），扶南等国来献琉璃，东吴对扶南开始重视，于翌

年派康泰、朱应出使了扶南，此二人在扶南还了解到西方航路的一些具体情况。黄武六年

（227 年），有一个叫秦论的大秦商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送他去见孙权，孙权亲自接

见了他。东吴立国仅五年时间，就已与罗马建立了联系，说明东吴对海路贸易十分重视。

当时东吴已能建造万斛大船，掌握了棹樯驶风航行技术，航行的目的地不再局限于前朝的

印度，而是西渡阿拉伯海到达东非和大秦。从广州等地出发的船舶开始能直接穿过南海，



不必沿北部湾沿岸航行，因而绕开了合浦。所谓“涨海（南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经过

也”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退出了西域地区，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和阻塞，黄河流域一

带因历经战乱，社会经济凋敝，而南方的长江流域中下游一带则与此相反，社会经济相对

繁荣，国内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瓷器出口和各类香药进口，

对外贸易空前扩大，海上运输量也大大增加。随着南海贸易的不断兴盛，唐朝政府加强了

对海路贸易的管理。开元二年（714 年），唐朝政府首派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历史性地开

创了管理海上外贸活动的“市舶使”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不仅维持了当时的海路贸易

秩序，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对推动唐代中后期至宋代以来海路贸易的繁荣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朝几乎无法经略陆上丝绸之路古道，更是促使贸易由陆上转向海

上的一次巨大转折。宋朝政府开放国门，大力鼓励和发展民间海路贸易。据宋代李心传《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七年（1137 年），宋高宗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

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朝政府在中外关系上的实用主义，推动了海路

贸易的发展。

元朝海路贸易非常发达，航运规模世界领先，其贸易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形式

之多样，均超越历代。对元朝统治者来说，海路贸易既是军国之所资，又能获得海外奇珍，

于是他们极力加强对海路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官商贸易。官商贸易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海路贸易的发展，但是它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海路贸易，投

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客观上对元代海路贸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元朝在泉州、

庆元（今宁波）等四地设立市舶司，后合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

大港，商船从泉州起航，可到达东非及地中海沿岸。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国家

和地区远比前朝广泛，海上航线除延续宋代以来的航线外，还发展出一些新航线。

明朝对外奉行睦邻友好关系，同时又实行海禁，禁止民间赴海贸易，海路贸易方式主

要为具有政治交换色彩的朝贡贸易，即需持有官方特许的“勘合符”才能进行贸易。永乐

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主持了世界航海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利用强大的国家

力量作为后盾，七下西洋进行海路贸易，是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活动，极大

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朝贡外交关系的发展。同时，明代前中期持续实施海禁，使得

宁波港外的双屿岛及漳州等地的走私贸易盛行。隆庆元年（1567 年）海禁开放后，漳州的

走私贸易重新纳入政府监管，开“洋市”并设官收税，由此新开辟了一条从漳州月港出发

经马尼拉通向美洲的贸易路线，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几乎遍及全球。此后，中国持续

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海路贸易逐渐衰落，直至近代西方殖民者到来。

在北部湾地区，唐代廉州、钦州凭借自然和地理上的优势，依然是当时中国海上对外

交通的港口，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宋朝更在钦州地区设置了钦州博易场，由政府主导，与



周边少数民族及小国互市贸易，使北部湾成为云南对外交往的门户，并辐射整个西南地区。

至南宋时，钦州更是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不过，较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性和对中西贸易格局的影响，此时北部湾地区的互市贸易已难同日而语。具备良好交通

条件的广州已成为中国南部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口，宋朝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指令广州

市舶司对广西进出口的物资严加控制，凡由广西进出口的物资都必须运到广州，由市舶司

查验抽税并发给允许和外商贸易的凭证后，方可与外商贸易。宋神宗时，广西地方官员曾

“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斗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

（《宋史》卷八十六），但却一直未能得到宋朝政府的同意，广西及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仍

须经广州。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北部湾沿海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小宗的边民贸易，也多局限

在与邻国安南的小范围区域内。

二、港口集散区产业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港口和腹地是构成对外开放地域形态的基本要素，而港口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港

口为枢纽的集疏运网辐射的腹地大小。汉代岭南的交通，多依赖水路。合浦水路的大动脉

南流江，与北流河之间有分水岭，民间称“鬼门关”，货物转运，特别是大宗的货物转运，

极其不便。再往北，沟通南北的灵渠自开凿以后，通航利用很有限，也并非畅通无阻，屡

次修浚、屡次淤浅。这些因素制约了合浦港的辐射能力，故北部湾地区与中原间运送大宗

货物，多从福州经江西取道长江，进入中原。这一东南沿海的海路，“讯海而至，风波艰

阻，沈溺相系”（范哗《后汉书·郑弘传》卷三十三），也很艰险。于是，郑弘“奏开零陵、

桂阳峤道”。零陵峤道从湖南道县出发，越过萌渚岭，进入广西贺州市，这一路线也称“潇

贺古道”。“峤道”，即山路，其货物通过量极其有限。故在三国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转

移，跨海离岸航线的开辟，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水系联通内陆腹地的模式逐渐固定，陶

瓷作为主要出口商品，唐代晚期开始多是通过水路云集东部和华南沿海的港口。

北部湾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自汉代以后逐渐下滑，究其原因，除港口

集疏运网辐射能力不强的情况外，更主要的是当地外向产业经济欠缺。不同时期的出口大

宗商品丝绸和陶瓷的生产，便是明显的例子。

丝绸是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西汉时期，长安城内有国家经营的纺织工场，名

为“东、西织室”，在纺织业发达的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睢县）也设有官营

工场，有专职人员管理。当时纺织业相对集中和发达的中心有三个：一是山东、河南及江

苏、安徽两省的北部（徐淮地区），为黄河下游四省相连的大片地区；二是以两湖即湖南、

湖北为中心的楚地；三是四川平原及附近地区。汉代时，随着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合浦，带

来了先进的牛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其中也包括先进的纺织业生产技术。但纺织

业未能发展，可能与丝绸是奢侈消费品，且南流江沿河平原狭窄，种桑面积不多，难以形



成生产规模有关。故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杂缯，只能来自朝廷的赏赐，数量十分有限。

盛唐时期，丝织品无论在产量还是种类上都处于历史的高位，从文献记载来看，其主要种

类有绢、绫、绸、绵、丝布、纱、罗、锦、绮等，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北

道、河南道）、西南地区（剑南道、山南道）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道）。丝织品外贸由

官方垄断，民间贸易量很小，因此基本上是通过官方把控的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输出。盛

唐时期丝织品外贸的商路主要依托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尤以陆上丝绸之路贸易

为主。海上丝绸之路则以东海发至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南海发至西亚、北非及南亚的

航线为主，同时还有其他辅助线路。有内河沟通这些丝绸产区的登州、扬州和广州等，是

当时丝绸出口的主要港口。

另一个出口大宗商品为陶瓷，其易碎，更依赖水路的运输。唐代时，中国陶瓷由海上

陶瓷之路远销世界各国，外销瓷主要以长沙窑青釉彩绘瓷或青瓷和越窑青瓷为主。当时对

海外商人来中国贸易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从而促进了随后的瓷器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宋

元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次之为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

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外，还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

外销瓷的瓷窑产品。明代尽管一度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但中国陶瓷的输出并不曾

停止。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

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代中叶以后直至清

代，很多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或订购瓷器，数量之大难以想象。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

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由中国画工按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

品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等。清康熙时

期开始的一种以景德镇生产的素白瓷为胎，在广州加以彩绘的“广彩”即属于这一类。

考古发现表明，生产外销瓷的主要窑口包括长沙窑青釉彩绘瓷、越窑青瓷、邢窑白瓷

和白釉绿彩瓷、定窑白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巩义窑青花瓷、耀州窑青瓷、

吉州窑玳瑁瓷、泉州窑青瓷、海康窑彩绘瓷、安溪窑青花瓷、石湾窑青釉瓷和酱黄釉瓷、

德化窑白瓷和青花瓷、磁州窑黑釉瓷、福建诸窑口白瓷和黑瓷等。中国陶瓷所输出国家和

地区达 50 多个，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

土了中国的陶瓷标本。据统计，输出外销瓷的港口，唐代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

北宋有广州、杭州、明州等，南宋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元代有广州、泉州、漳

州、温州、庆元、杭州、澉浦、上海等；明清以来，陶瓷外销的港口更多了，有广州、福

州、漳州、厦门、温州、汕头等。上述不同时期，港口的集散区内陶瓷业发达，或附近有

具备大规模生产瓷器能力的窑口，或沿江通达内陆腹地的著名窑口。



合浦当地的陶瓷原料虽然丰富，但汉代时的陶瓷手工业并不发达，因此汉墓出土器物

多为釉陶，到东汉晚期，也仅出现部分高温釉陶。高温釉陶是一种高温烧成、器表施釉的

陶制品，由于其质地介于陶和瓷之间，故有“原始瓷”的称谓。合浦当地还没有制作精美

瓷器的能力，秦至西汉中期双坟墩土墩墓所见的瓷器来自陶瓷业发达的吴越地区；三国时

期的岭脚村 4号墓出土一批包括无耳罐、四系罐、广口罐、盂、钵、碗、杯等的青瓷器，

研究者也认为“明显具有三国时期东吴的江苏、浙江一带吴地产品特征，应是从吴地传入

合浦的”
[2]
。唐代合浦的英罗窑，从前期调查和试掘的情况来看，也多为六系罐等质地一

般的高温釉陶，其使用流通也局限在附近区域。宋代时，北流河流域的容县岭垌窑、藤县

中和窑已经能烧制质量上乘的青白瓷器，但这些产品只是顺河北上，进入西江，到达广州

出海贸易。

唐代海外交通贸易航线由广州出发，行经东南亚各国，绕马来半岛到波斯湾、地中海

沿线各国和埃及、叙利亚等地，还有广州至东非、北非航线，以及扬州、明州至朝鲜、日

本航线；国外出土的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地点几乎都是沿海地区，其航线基本与唐代相同。

由于扬州城受到战争的破坏，明州港取代了扬州港，史书对明代瓷器输出航线虽无明确记

载，但可以肯定是自唐宋元时期以来的中外主要航线和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上述航线，

无一不是绕过北部湾的。造成这一局面，固然有官方的海路贸易政策对北部湾地区的严格

限制的因素，但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北部湾沿岸地区无法形成丝绸、陶瓷等出口产品规

模化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因此，从北部湾出海的远洋贸易逐渐萎缩，走

向衰落，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

三、书写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一）“一带一路”建设给广西发展带来新机遇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参加 2013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要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

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

2015 年 3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致

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有利于促

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文件中强调，要积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

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

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



衔接的重要门户，即中央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广西要制定发展战略，倾力做大做强

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在这两个区域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核，从而“双

核驱动”广西全局的发展。

1．北部湾经济区

北部湾经济区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广西南宁和南部沿海的北海、

钦州、防城港四市行政辖区组成，同时根据实际纳入了近海沿边的玉林、崇左两市的交通

和物流。

北部湾经济区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经济区，在泛北部

湾经济合作区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布局新的现代化港口群、产业

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北部湾经济区拥有 1600 多千米的海岸线、蕴藏丰

富的油气储量、28 种稀有矿藏、500 多种鱼类、200 多种虾类，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宝库。

北部湾经济区同时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沿海开放政策、少数民族自治政策、边境地区开

放政策等，具有国家和自治区优惠政策全覆盖的优势，为加速吸引集聚发展资源创造了优

越条件。

北部湾港是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内最主要的港口，下一步要继续推动基础设施特别是沿

海港口群建设，加快“海上东盟”通道的形成。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城市群为依

托，推动港口经济及腹地经济的互动与提升，按照“港口与工业互动、海陆经济联动”的

思路，大力推进临海工业的发展，加快沿海石化、林浆纸、能源、铝加工、钢铁、船舶修

造等重大工业项目建设，促进临海重化工业发展。把海洋资源开发与沿海陆地资源开发紧

密结合起来，实现海陆经济互动和一体化。通过开发建设，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中国西南

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产业带，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性加工制造中心、

物流中心、商贸中心、信息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

2．珠江－西江经济带

广西有北部湾，还有西江黄金水道，是我国西部唯一拥有超级内河航运与海港群的省

区，这些条件使得江海联动的“双核驱动”成为可能。2014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珠江－两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广西而言，珠江－西江

经济带在全广西经济规模中的分量和影响不可小觑。实施“双核驱动”发展战略，在北部

湾经济区发展提速的同时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刺激这两个区域同步跨越式发展，

制造驱动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核，使这两个区域及其重点城市为全广西经济总量增

长做出更多的贡献，是实现“两个建成”目标的必然之举。

珠江－西江经济带以西江为发展主轴，横贯广东、广西，上联云南、贵州，下通香港、

澳门，直接连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是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



和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是面向香港、澳门地区和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地带，在全

国区域内协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规划范围为广东省广州、

佛山、肇庆、云浮四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七

市，区域面积 16.5 万平方千米。同时将贵州、云南两省沿江部分地区作为延伸区统筹考

虑。珠江－西江经济带区位优势独特，自然禀赋优良，航运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合

作前景广阔，具备成为新的增长极的条件，将对广两乃至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产生巨大的影

响，能为广西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推

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新的助力。

此外，在我国三大经济带区域划分中，广西属于东部经济带西南部的一个省区，但广

西的东北部与中部经济带南部的湖南省相接，广西的西北部又与西部经济带东南部的云南、

贵州两省相连，这样广西便处于三大经济带的偏南部位，成为三大经济带的交会点。这种

区位特点加上交通的便利，给广西带来了区域合作、互通有无、发展多边关系，获得多方

面投资和帮助，增强经济实力，加快发展步伐的良好机遇。

（二）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西汉时期正式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交通工具单一，几乎是依靠船只远涉重洋，航程

漫长，充满变数，严重制约了海路贸易的规模和发展。出口的商品种类也十分有限，大宗

的器物仅限于丝绸和陶瓷。这些与今天的海陆空全面交通、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相比，其

贸易层次和贸易规模无法同日而语。从历史传承和文化提升的角度审视，广西正在书写的

无疑是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根据中央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广两参与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路与行动》（以下简称《思路与行动》），提出

广西要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继续深化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同时，拓展与丝绸之

路沿线其他国家的合作，重点打造“一廊两港两会四基地”。其中，“一廊”指中国－中南

半岛经济走廊，“两港”指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和中国－东盟信息港，“两会”指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四基地”指跨境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要素资源配置基地、人文交流基地和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基地。在构建海陆空交通发展格

局和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思路与行动》中制定了宏伟的蓝图和清晰的目标。

1．构建海陆空交通发展格局

建设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南宁区域性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打通海上东盟、打

通陆路东盟、衔接“一带一路”、连接西南中南、对接粤港澳“五大通道”，形成汀海联动、

海铁联运、水陆并进、空港衔接“四位一体”的现代立体交通格局。

陆路方面，推进南北陆路国际新通道建设。以南宁区域性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



向南推进南宁－新加坡通道联通中南半岛，向北推进南宁－兰州通道衔接亚欧大陆桥，打

造衔接“一带一路”的南北陆路国际新通道。倡议共同加快建设南宁－凭祥－河内－沙湾

拿吉－金边－曼谷高速公路、铁路大通道。合作推进凭祥－谅山－河内、东兴－下龙－河

内、龙邦－高平－河内高速公路建设，南宁－凭祥－河内铁路扩能、东兴－下龙－海防铁

路建设，北仑河二桥、水口二桥、横模大桥建设，优化提升中国西南中南地区、粤港澳地

区经广西联通东盟的通道。

水路方面，推进海上互联互通。以北部湾港口为依托，推进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

心、中国与东盟的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建设，积极参与沿海港口合作建设，开通海上客货运

“穿梭巴士”，加密航线航班，建设面向东盟的航运交易所、港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加

快建成千万标准箱港口，形成中国内陆腹地的出海大通道。此外，推进江海联运，加快畅

通珠江－西江黄金水道，以之为主轴，以沿江重点城市为节点，形成中南半岛与粤港澳地

区先进生产力有机衔接的大通道。

航空方面，推进中国与东盟的重要航空中转枢纽建设。提升南宁、桂林两大干线机场

能力，加快相关支线机场、通用机场建设，加密空中航线，培育航空货运，形成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高效对接的航空网络，打造中国与东盟的重要航空中转枢纽。

2．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大势所趋。广西要把区位优势变为发展优势，

就必须大力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这是广西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

《思路与行动》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目标清晰，即以中马“两国双园”、中越跨境经

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为载体，加快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拓展国际产能合作，将广

两建成中国企业走向东盟的总部基地、跨境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外向型经济涉及的优势产

业在建设产能合作的重点基地中都有罗列，如石化产业、船舶修造、造纸、电子信息、粮

油精深加工、冶金有色、汽车和现代化机械装备制造等。

发展外向型经济，除上述产业外，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还应着重考虑与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关系紧密的珍珠养殖、丝绸纺织和陶瓷制造等产业。

合浦素来有“南珠之乡”的美誉，“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

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
[3]
。合

浦采珠业是南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而兴起的产业，在当地设郡县后出现，西汉晚期形成一定

的规模，东汉中晚期达到顶峰，除颗粒大的和稀少的品种仍需通过交趾一带进口外，合浦

珍珠主要是服务国内市场，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
[4]
成语“珠还合浦”或“合浦珠还”，

就是出自合浦这一时期的典故。

丝绸和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丝绸即《汉书·地理志》中提到



的“杂缯”，从汉代到唐代中期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最主要的中国商品。合浦常乐

镇素来有“蚕乡”之美誉，目前拥有全广西最大的茧丝行业龙头企业——合浦县常乐丝绸

工业同，不但创造了一定的产值和利税，而且通过种桑养蚕和就业安置，直接带动周边农

民致富奔小康。高岭土是制造瓷器的主要原料，而合浦是我国五大高岭土矿产地之一，分

布于县城以西 19 千米处的石康镇十字路一带，探明储量达 1898.28 万吨，而且品级上乘，

部分矿段高岭土平均白度达 79%。
[5]
然而合浦现有陶瓷厂不多，且规模小、产量低。

上述三个产业在合浦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产业基础，通过政府引导和适当扶持，

便可形成规模。如此一来，不但可在制造工业产品和结合周边历史文化景观开展旅游等方

面创造经济价值，而且还能证明，提名地已经完整地传承和延续了遗产的文化影响力，这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是个加分项目，值得有关部门认真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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